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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2016年 CLDS和 CFPS 数据，基于等价尺度 Engel模型法和 Ｒothbarth

模型法，精确估算了中国家庭孩童抚育成本。研究显示，与仅有两个成人没有孩子

的家庭相比，一孩家庭总支出将提高 63. 91%至 67. 62%，二孩家庭总支出将提高
139. 28%至 149. 99% ( 孩均提高 69. 64%至 75%) ，二孩抚育并未显现出 “规模经

济”。家庭育儿成本随孩子年龄增大而提高，城镇家庭育儿成本普遍高于农村家

庭，城乡家庭间存在基于人口特征的差异化支出偏好。基于中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

测度的政府差异化育儿津贴补助模拟分析表明，发放差异化育儿津贴可有效缓解家

庭育儿经济负担并缩小家庭间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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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2016 CLDS and CFPS datasets，this essay accurately estimates the
household child-cost in China using Equivalence Scale based on Engel Model and

Ｒothbarth Model separately． It illustrates that，compared to childless couple，the total

expenditure for one-child households in China usually rises from 63. 91% to 67. 62%，and

139. 28% to 149. 99% ( 69. 64% to 75% per child) for the two-child households． There is

no evidence for economies of scale in child breeding． In addition，the cost of children

usually enhances when children grow up． It is generally higher in urban households than

rural households，and there are various preferences in expenditur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s based o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 The sinmlation analysis of

government differentiated child-care allowance subsidy based on equivalent scale measure

of child-care cost in China shows that， differentiated child-rearing allowance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economic burden of child-rearing and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families．

Keywords: child breeding; living costs; equivalence scale; welfare

一、引言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我国人口规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此

引发了超低生育率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等严峻问题。鉴于

对人口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的谨慎预期，我国于 2002年出台“双独二孩”政策，2013 年进

一步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再度全面放开二孩生育。然而，人口政策的逐步放宽

并未带来生育率的大幅提升。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出生率表现差强人意，从
2016年 12. 96‰的高点下跌至 2019年的 10. 48‰ ( 见图 1) 。正如早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

堂所述，中国已步入“低生育率陷阱”①。为何中国人不愿意生育更多孩子? 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 ( 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5 年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因经济负担过重、太

费精力、无人看护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到被调查者的 74. 5%、61. 1%、60. 5%，经

济压力是民众不愿意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②。深受重教传统影响的中国父母在子女身上历来

倾情投入，而实施逾四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家庭资源更集中配置在为数较少的孩童身上，

社会平均育儿成本快速上涨。日益攀升的育儿经济压力无疑约束了民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

为，很可能诱发当前我国的超低生育率现象。

事实上，孩童相当于纯“消费品”，抚育孩童必将提高家庭消费支出水平，使家庭承受

更大经济压力［1］。抚育孩童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家庭消费支出? 长期以来，学界围绕

科学测度家庭育儿成本已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而等价尺度 ( Equivalence Scale) 分析
方法因其基于家庭食物支出份额等间接标准展开家庭福利比较，且指数化分析本身具有广泛

的可比性，成为家庭育儿成本测度领域的主导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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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引自 http: / /www. caijing. com. cn /2011－04－28 /110704539.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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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8—2019年中国人口出生率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www. stats. gov. cn，经作者整理。

等价尺度分析允许人们在衡量社会福利水平时考虑家庭规模和构成的不同，基于等值收

入这一共同衡量标准来度量每个家庭及家庭成员的福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
( Deaton) 将等价尺度定义为: 在效用不变、价格不变前提下，将具有人口特征 a 的家庭
( 如三口之家) 的生活成本同具有人口特征 aＲ 的参照家庭 ( 如一夫一妻家庭) 的生活成本

关联起来的生活成本指数［2］。早在 1895年，恩格尔 ( Engel) 就曾将食物支出份额作为家庭
福利的间接表示进而提出著名的恩格尔系数，这便是等价尺度分析的最初表现形式［3］。此
后，在众多经济学家的不断推动下，育儿成本等价尺度研究逐步发展壮大，延伸发展出

Ｒothbarth模型、Prais-Houthakker模型、Barten 模型、Gorman 模型和 Muellbauer 模型等，形
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

本文拟利用我国 2016年家庭入户调查数据，基于 Engel 模型和 Ｒothbarth 模型展开中国
家庭育儿成本的等价尺度测度，试图回答抚育孩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家庭消费支出

这一问题，并尝试从经济成本视角深入理解我国超低生育率现状。

二、等价尺度概念界定及测度模型演化历程
1． 等价尺度概念界定
等价尺度是在效用不变、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将具有人口特征 a 的家庭的生活成本，

同某个具有人口特征 aＲ 的参照家庭的生活成本关联起来的生活成本指数［2］。它可对家庭
“规模经济”进行准确描述，指数化人口构成对家庭总支出的影响，进而支撑家庭福利的
比较。文献基于等价尺度方法展开的福利对比分析已广泛运用于收入不平等与贫困、税
收和社会福利以及性别歧视等论题，但育儿成本的等价尺度测度成为其最重要的应用领

域之一。

迪顿和缪尔波尔 ( Muellbauer) 曾在 1986 年的合作论文中详细阐述了育儿成本等价尺
度测度的理论基础［4］，他们主张可将父母的效用函数设置为:

u = v( q，a) ( 1)

其中，q是一组代表家庭消费水平的变量，a是一组人口特征变量( 如家庭中不同年龄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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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成员的数量等) 。父母是家庭决策者，是孩子来到这个家庭之前和之后一直存在的家庭
成员。父母可以从孩子身上，以及自己和孩子的消费中获得效用。基于式( 1) 可获得家庭成
本( 支出) 函数 c( u，p，a) ，它表示家庭在价格水平 p、人口构成 a前提下为达到效用水平 u

必须付出的最小支出额。若 uＲ和 pＲ是参照效用和价格水平，则具有人口结构 a1的家庭较之

具有人口结构 a0 的参照家庭的消费增加值可描述为:

C = c( uＲ，pＲ，a1 ) － c( uＲ，pＲ，a0 ) ( 2)

换言之，我们可通过设置下述比率指表，即等价尺度，来表征两个不同家庭的相对生活

成本:

E = c( uＲ，pＲ，a1 )

c( uＲ，pＲ，ao )
( 3)

为便于比较，两个家庭的效用 u 被设定在同一水平，且其面对的价格水平 p 也是即

定的。

在上述设置基础上，只需恰当选取效用参照标准即可精确测度一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水

平。迪顿和缪尔波尔在其 1986年论文中便利用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数据展开了测度分析。

基于 Engel食物支出份额福利比较法，以只有夫妻二人没有孩子的家庭为参照家庭，他们测
算出 1969—1970年的斯里兰卡，1孩家庭消费总支出是参照家庭的 1. 41 倍，2 孩家庭消费
总支出是参照家庭的 1. 77倍。而在 1978年的印度尼西亚，拥有 1 个 5 岁以下 ( 1 个 5 岁以

上) 孩子家庭的消费总支出是参照家庭的 1. 45 倍 ( 1. 58 倍) ，拥有 2 个 5 岁以下 ( 2 个 5

岁以上) 孩子家庭的消费总支出是参照家庭的 1. 86 倍 ( 2. 22 倍) ［4］。可见，等价尺度的确

能精确展示不同人口特征家庭的相对福利水平，有利于开展更为细致、严谨的家庭福利

比较。
2． 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测度模型演化
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早在 19世纪中叶探讨收入增加对消费支出可能产生的影响时发现

了一条规律: 贫困家庭食物支出占比相对较高，富裕家庭物支出占比则相对较小。推而广
之，贫穷国家的国民，其平均食物支出占比会相对更高，而富裕国家的国民其平均食物支出

占比则会相对更小［3］。自此以后，食物支出占比被命名为恩格尔系数 ( Engel Coefficient) ，

成为国家之间、家庭之间福利比较的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的出现及广泛应用完成了等价尺

度生活成本分析的历史首秀。

其后，众多学者沿着基于生活成本指数开展福利对比分析的方向不断推进，在育儿成本

等价尺度测度上更发展出承前启后的系列测度模型。在恩格尔基于食物支出占比分析家庭育
儿成本的基础上，罗斯巴斯 ( Ｒothbarth) 进一步考虑用成人商品总支出衡量成人福利水平。

他选择一组典型的成人商品，假定新生儿仅通过 “类收入效应”影响成人商品的总支出，

因而将生育之后成人商品支出总额恢复到生育之前支出水平所需给付的补偿额即为家庭育儿

成本［5］; 塞德斯切克 ( Sydenstricker) 和金 ( King) 则认为 Engel 模型中假定所有人面对的

商品价格一致是不合理的，每一种商品都应有各自不同的等价尺度［6］。普锐斯 ( Prais) 和
侯斯塔克 ( Houthakker) 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在商品之间不存在替代性的假设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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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区分特定商品消费和其他商品消费，提出需区分估计特定等价尺度和一般等价尺度，形

成 Prais-Houthakker模型［7］; 巴顿 ( Barten) 则针对 Prais-Houthakker 模型商品相对价格不发

生变化这一假设条件，在商品之间存在替代性的设置下考虑价格差异可能产生的影响，构造

了将各类商品等价尺度直接引入效用函数的 Barten 模型［8］; 而针对 Barten 模型的过度替代

性缺陷，格曼 ( Gorman) 提出应把某些随家庭特征变化的固定成本纳入成本函数，以描述

家庭构成存在的准价格效应和一部分固定成本效应［9］; 缪尔波尔则主张家庭每个成员对各

类商品都应有特定的等价尺度，应在 Barten 模型的基础上以成年夫妇组成的家庭为参照对

象，用估计家庭与参照家庭的最小生活成本之比来定义等价尺度［10］。自此，以家庭为参照

对象、充分考虑家庭规模特征和商品价格水平的等价尺度测度已深入到家庭基本需求的比较

分析中，这有利于展开更为综合、广泛的福利比较研究。

与一般理论体系的演进一致，等价尺度研究方法亦是沿袭前人理论构架、逐步放宽模型

假设，使指数分析愈来愈贴近现实为理解现实提供更精准的解释。在众多学者的推动下，育

儿成本等价尺度研究方法逐步演进，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 ( 见图 2) ［11］，也为我们精

确测度中国家庭孩童抚育成本提供了可靠的方法支持。

图 2 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测度模型演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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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于等价尺度测度孩童抚育成本的已有文献中，迪顿和缪尔波尔 1986 年的测度最为
经典。他们利用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数据详细测度了两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水平，具体方

法上则同时采用了 Engel食物份额法、Ｒothbarth 成人商品法和 Gorman-Barten 估计。测度结

果表明，Engel方法通常夸大了孩童抚育真实成本，而 Ｒothbarth 方法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

Gorman-Barten估计值则介于 ( 大于) Engel 估计和 ( 小于) Ｒothbarth 估计之间。然而在实

际应用中，Gorman-Barten 模型的参数估计总是极其困难，因此迪顿和缪尔波尔认为
Ｒothbarth和 Engel方法在未来仍将被广泛使用［4］。此外，为更贴近现实，Muellbauer 模型对

家庭需求函数和成本函数进行了更为复杂的设置。这固然有利于获得精准的测度结果，但考

虑实证研究中经常出现关键数据缺失、测算过程异常复杂等经验问题，缪尔波尔个人也认为

基础模型的一般结论仍是非常可靠的［12］。有鉴于此，我们在后面的分析中将分别采用 Engel

食物份额法和 Ｒothbarth成人商品法，展开中国孩童抚育成本的等价尺度估计。

三、中国育儿成本的等价尺度测度
1． Engel测度方法

恩格尔将食物支出份额作为家庭福利的间接表示，认为成人生活水平与家庭食物支出占

比相关［3］。因此，新生儿成本可以用父母为保持与生育前完全相同的家庭食物支出占比而

多付出的开销来估算。

秉承恩格尔做法此处假定，若家庭食物支出占比相同，则两个拥有不同数目和年龄孩子

的家庭中的成人是拥有相同福利水平的。设食物支出占比为 ωf ，则有:

ωf =∑
i∈f

 lnc( u，p，a)
 lnpi

= ψ( u，p，a) ( 4)

若在效用水平一致、价格水平相同前提下，拥有人口特征 a1 家庭①的食物支出占比等

于或高于具有 a0 人口特征的参照家庭②，则家庭生育孩子后为能达到生育前家庭食物支出

比水平而付出的全部新增支出即为孩子的成本。

依据 Working － Leser模型，食物支出比是家庭总支出对数的线性函数［14－15］。沿袭迪顿

和缪尔波尔做法［4］，我们将人口特征植入 W － L模型，估计函数设置为:

ωf = α － βln
x
n( ) +∑

J

j = 1
γ jnj + ε ( 5)

其中，nj 是家庭不同年龄分组 j( j = 1，2，…，J) 的人数，n是家庭总人口数，x为家庭

总支出，ε为误差项。α，β和 γ是各项系数。

若设参照家庭食物支出比为 ω0
f，x

0 和 x* 分别为参照家庭和人口更多家庭 h在拥有相同

福利水平 ( 即相同食物支出比) 时的总支出，则 ( x* － x0 ) 的差值就是人口更多家庭 h较之

参照家庭为孩子付出的成本。那么，等价尺度就可以被简单描述为 x* 与 x0 的比值
( x* / x0 ) 。联系式 ( 5) ，当家庭食物支出比相等时 x* 可以定义为:

·55·

①
②
此处指较参照家庭多一个孩子的家庭。
即满足尼科尔森 ( Nicholson) 1976年文献中所提及的前提条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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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 βln
x*

nh( ) +∑γ jn
h
j = α － βln

x0

n0( ) +∑γ jn0
j ( 6)

因此，Engel等价尺度 Eh
E = x* / x0 可以估算为:

Eh
E =

nh

n0( ) exp ∑J
I

γ j

β( ) ( nh
j － n0

j )[ ] ( 7)

利用式 ( 5) 和式 ( 7) ，我们即可基于 Engel模型度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育儿成本等价
尺度水平。

需特别说明的是，因成人福利水平事实上来自于多样化 “消费”组合 ( 譬如，成人可
通过游乐休闲消费等提升自己的效用水平) ，成人食物支出份额能很好表征成人福利水平这

一关键假设并不完全符合现实，因而基于 Engel方法得到的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是一个理论上
偏高的估计值［4］。迪顿和缪尔波尔对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的测度亦说明，采用 Engel方法
度量的等价尺度数值上的确相对偏高。

2． Ｒothbarth测度方法
与恩格尔方法以保持相同食物支出比为福利标准不同，罗斯巴斯 ( Ｒothbarth) 方法是

以维持相同成人商品支出水平为基准展开测度的，以父母为保持和生育前完全相同的成人商

品支出而多付出的开销来核算孩子成本。罗斯巴斯将家庭中所有物品和劳务消费分为两类，

即仅由成人消费的“成人商品”和通常由成人及孩子共同消费的 “其他商品”，成人的效用
仅由成人商品的消费决定。他认为，孩子的出现存在 “类收入效应” ( income-like effects) ，

将影响成人对成人商品的消费。如果父母为新生儿补偿了足够支出，不论孩子数量多少家庭
成人商品的消费都没有改变，则此种情况下父母总体福利水平与生育孩子前保持一致［5］。

罗斯巴斯曾使用包括从奢侈品到储蓄在内的多种商品类型定义成人商品，后来的研究者们则

更多采用烟和酒作为成人商品，以测算等价尺度水平。

遵从罗斯巴斯基本做法，此处将家庭的成人商品消费函数设置为:

Ca = α + βlnCt +∑γ jnj + ε ( 8)

其中，Ca为家庭成人商品消费额，lnCt为家庭总消费额的对数，nj仍是家庭不同年龄分组

j( j = 1，2，…，J) 的人数，ε是误差项。α，β和 γ为各项系数。于是，某一年龄组 j的 1个
孩子的等价尺度可以由以下公式求得:

Eh
E =

nh

n0( ) exp ∑J
I

－
γ j

β( ) ( nh
j － n0

j )[ ] ( 9)

利用公式 ( 8) 和公式 ( 9) ，我们可基于 Ｒothbarth 方法来度量一个国家的育儿成本等
价尺度水平。

然而，仅以成人商品表征成人福利水平，此假设也并不完全符合现实 ( 譬如，孩子食

物支出占比越多，其父母福利水平也可能更高) 。同时，受数据严格限制，在实际测算中通
常难以获得奢侈品或烟酒等成人商品的精准支出水平，而更为常见的做法是用家庭消费中除

食品以外的非食品支出来表征成人商品消费量。这种处理方法虽便于测度操作，但事实上只
对非常贫困的家庭具有严格代表性，却将高估中等家庭和富裕家庭的成人商品支出量，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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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对孩童抚育成本的低估［4］。因此，Ｒothbarth 方法测度的育儿成本等价尺度会是一个理

论上偏低的估计值。

3． 等价尺度测度结果

本部分将分别使用 2016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 数据和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 (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 数据，利用
Engel 和 Ｒothbarth两种测度方法，以仅有两个成人没有孩子的家庭为参照，测度中国育儿成

本等价尺度水平。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聚焦中国劳动力现状与变

迁，2016年样本覆盖全国 29 个省市 ( 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 。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

数据则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数据库以家庭为单位关注中国社会发展变

迁，2016年样本覆盖全国 31个省 ( 区) 、直辖市 ( 除港澳台外) 。CLDS 与 CFPS 数据均基

于入户调查获取，是当前公开可得的微观调查数据中提供我国家庭人口构成及消费支出信息

最丰富的数据库，为本文测度中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提供了难得的数据基础。在清理了城镇

及农村家庭人口、支出、户主及家庭特征信息，处理了缺漏值，并比照国家统计局家庭年收

入和支出数据进行必要调整后①，我们的有效样本包括来自 CLDS 2016 的 8632 个家庭和
CFPS 2016的 5085个家庭。样本家庭成人数在 1—7 之间，孩子数在 0—5 之间，均为同住

家庭成员。

表 1展示了样本主要描述统计信息。在城乡分布上，CLDS 数据样本量相当，而 CFPS

数据农村样本偏多。需要说明的是，CLDS和 CFPS 2016年数据主要在 2016年 7—8月采集，

收支统计上 CLDS数据以 “2015 年”为统计时限，CFPS 则以 “过去 12 个月”为时限。国

家统计局数据显示②，2015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15712. 41 元，其中城镇和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 21392. 36元和 9222. 59元 ( 当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1966. 19

元，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31194. 83 元和 11421. 71 元) 。对比官方数据，

CLDS和 CFPS样本家庭消费支出和收入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因此本文样本在

家庭经济层面具有全国代表性。CLDS数据库更为关注劳动年龄人口家庭，其有孩家庭样

本为 3702 个 ( 一孩家庭 2268 个、二孩家庭 1156 个、三孩及以上家庭 217 个) ，占样本

总量的 42. 89%。CFPS数据则为家庭综合调查数据，有孩家庭为 3319 个 ( 一孩家庭 2128

个、二孩家庭 972 个、三孩及以上家庭 219 个) ，达样本总量的 65. 27%。总体上，农村

样本家庭较城镇样本家庭拥有更多孩子，这符合我国城乡家庭曾受差别化生育政策约束

的国情。进一步关注家庭福利水平恩格尔系数，即 “家庭食品支出占比”。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2010 年至 2014 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 35. 0%至 37. 9%间浮动，农村

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则在 37. 7%至 43. 7%之间，总体呈微幅波动下降走势。本文 CLDS和
CFPS家庭样本中，农村样本家庭食品支出占比为 38. 36%和 41. 25%，位于较为合理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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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去除“食品支出占比”最高和最低 5%家庭样本。
我国居民家庭收入、支出和家庭食品支出占比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 / /data．stats．gov．cn /easyquery．htm? cn
=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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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但城镇样本家庭食品支出占比为 41. 90%和 41. 46%，数值上稍有偏高 ( 见表 1 ) ①。

为保障测度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将同时基于 CLDS 和 CFPS 家庭样本对中国育儿成本等价

尺度水平展开平行估计。

表 1 关键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CLDS 2016数据 CFPS 2016数据
全样本
( N= 8632)

城镇
( N= 4249)

农村
( N= 4383)

全样本
( N= 5085)

城镇
( N= 2221)

农村
( N= 2864)

家庭人均年支出
14754. 76 21848. 17 9139. 04 14757. 85 21682. 28 9388. 03

( 17601. 20) ( 21931. 82) ( 10146. 07) ( 16496. 77) ( 21003. 39) ( 8669. 13)

家庭人均年收入
21066. 41 31934. 83 12462. 09 20001. 82 29022. 6 13006. 32

( 29844. 43) ( 38099. 12) ( 16711. 46) ( 21006. 28) ( 25076. 65) ( 13560. 60)

家庭孩子数 ( 0—5人)
0. 65 0. 51 0. 76 0. 95 0. 77 1. 08

( 0. 87) ( 0. 74) ( 0. 95) ( 0. 89) ( 0. 78) ( 0. 95)

家庭成人数 ( 1—7人)
2. 32 2. 30 2. 34 2. 81 2. 74 2. 86

( 1. 04) ( 1. 01) ( 1. 06) ( 1. 26) ( 1. 21) ( 1. 29)

食品支出占比
0. 3993 0. 4190 0. 3836 0. 4134 0. 4146 0. 4125

( 0. 2012) ( 0. 1970) ( 0. 2032) ( 0. 2114) ( 0. 2065) ( 0. 2151)

成人商品支出
24244. 43 33892. 56 16606. 19 30929. 09 43492. 27 21186. 50

( 33276. 98) ( 41967. 78) ( 21396. 55) ( 40822. 97) ( 53438. 73) ( 22969. 53)

注: 1． 变量首行为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 2．“家庭孩子数”为家中年龄在 0—17岁的家庭成员数，“家庭成人数”
为家中年龄在 18岁及以上的家庭成员数; 3． 参照迪顿和缪尔波尔的做法［4］，本文采用家庭非食物支出额作为成人商品
消费数据; 4． CLDS数据使用中山大学提供的 aweight =wfp进行了加权。

依据 Engel模型 和 Ｒothbarth模型测度要求，我们首先分别基于 ( 5) 式和 ( 8) 式展开

回归分析。除必需的基本控制变量外，在数据允许的范围内我们还控制了户主性别、年龄、

民族、是否党员、健康状况、就业状况，家庭年总收入 ( 对数) 、用水来源、用电稳定性、

家户编号以及家庭所在省份 ( 区) 、城乡地区哑变量②。获得 ( 5) 式和 ( 8) 式回归系数后

再分别基于 ( 7) 式和 ( 9) 式测算我国等价尺度水平。如前所述，Ｒothbarth 方法需基于家

庭成人商品的消费来展开分析。由于 CLDS 和 CFPS 数据均未提供详细到个人的消费信息，

无法剥离成人支出，因此我们借鉴迪顿和缪尔波尔的做法［4］，将家庭非食品支出视为成人

商品展开研究，以辅助与 Engel测度结果的对比分析。

表 2集中展示了中国等价尺度测度结果。受生育政策的严格限制，最多生育两个孩子是

中国家庭的普遍现状，因而我们仅报告最多两个孩子家庭的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水平。左方三

列集中展示了 CLDS数据结果，右方三列则为 CFPS 数据估计。A 部分结果基于 Engel 方法

获得，B 部分则是基于 Ｒothbarth 方法的估计值。A 和 B 两部分下还各含两个测度值子集，

其一为仅区分家庭孩子数量的综合测度，其二为结合孩子数量和年龄构成的细化估值。本文

所有测度均以仅有两个成人没有孩子的家庭为参照，估计表中孩子为 0的横行表示参照家庭

水平，其等价尺度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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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CLDS样本家庭食品支出占比在 0. 0571至 0. 8471之间，CFPS样本家庭则在 0. 0857至 0. 9000之间。
利用 CLDS 2016数据展开的回归控制了户主、家庭及地区系列变量。但受数据限制 CFPS 2016 回归仅控制了家庭和
地区系列变量。后续对应回归分析的变量控制均与此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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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6年中国等价尺度估计

家中孩子数及年龄构成

CLDS 数据 CFPS 数据
全样本
( N= 8632)

城镇
( N= 4249)

农村
( N= 4383)

全样本
( N= 5085)

城镇
( N= 2221)

农村
( N= 2864)

A部分 Engel测度结果
0 1 1 1 1 1 1
1 1. 7309 1. 8471 1. 6728 1. 7127 1. 7774 1. 6912
2 2. 6631 3. 0327 2. 4874 2. 6074 2. 8080 2. 5423
a0 = 0 a1 = 0 a2 = 0 1 1 1 1 1 1
a0 = 1 a1 = 0 a2 = 0 1. 3947 1. 7352 1. 1641 1. 6608 1. 7964 1. 6109
a0 = 0 a1 = 1 a2 = 0 1. 8296 1. 7607 1. 7652 1. 7367 1. 7925 1. 7050
a0 = 0 a1 = 0 a2 = 1 2. 1206 2. 1033 2. 3657 1. 7941 1. 6820 1. 8691
a0 = 1 a1 = 1 a2 = 0 2. 2682 2. 7158 1. 8265 2. 5638 2. 8623 2. 4414
a0 = 1 a1 = 0 a2 = 1 2. 6289 3. 2442 2. 4478 2. 6486 2. 6859 2. 6763
a0 = 0 a1 = 1 a2 = 1 4. 4487 3. 2918 3. 7119 2. 7697 2. 6800 2. 8328
a0 = 2 a1 = 0 a2 = 0 1. 7290 2. 6765 1. 2045 2. 4517 2. 8686 2. 3065
a0 = 0 a1 = 2 a2 = 0 2. 9755 2. 7557 2. 7698 2. 6809 2. 8560 2. 5841
a0 = 0 a1 = 0 a2 = 2 3. 9972 3. 9322 3. 9746 2. 8613 2. 5148 3. 1054
P值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Ｒ2 0. 0938 0. 1353 0. 0648 0. 1465 0. 1863 0. 1338
B部分 Ｒothbarth测度结果
0 1 1 1 1 1 1
1 1. 6214 1. 5411 1. 6225 1. 5654 1. 5387 1. 5243
2 2. 3367 2. 1112 2. 3400 2. 1782 2. 1046 2. 0654
a0 = 0 a1 = 0 a2 = 0 1 1 1 1 1 1
a0 = 1 a1 = 0 a2 = 0 1. 6718 1. 5834 1. 6716 1. 5660 1. 5391 1. 4903
a0 = 0 a1 = 1 a2 = 0 1. 5740 1. 5388 1. 5698 1. 5547 1. 5296 1. 5448
a0 = 0 a1 = 0 a2 = 1 1. 6396 1. 5007 1. 6565 1. 5919 1. 5615 1. 5551
a0 = 1 a1 = 1 a2 = 0 2. 3391 2. 1658 2. 3325 2. 1641 2. 0925 2. 0464
a0 = 1 a1 = 0 a2 = 1 2. 4366 2. 1122 2. 4613 2. 2159 2. 1363 2. 0601
a0 = 0 a1 = 1 a2 = 1 2. 2941 2. 0527 2. 3116 2. 2000 2. 1231 2. 1354
a0 = 2 a1 = 0 a 2 = 0 2. 4845 2. 2286 2. 4836 2. 1798 2. 1056 1. 9743
a0 = 0 a1 = 2 a2 = 0 2. 2023 2. 1048 2. 1906 2. 1486 2. 0796 2. 1212
a0 = 0 a1 = 0 a2 = 2 2. 3897 2. 0018 2. 4392 2. 2526 2. 1675 2. 1496
P值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0. 0000
Ｒ2 0. 4975 0. 5530 0. 5111 0. 5325 0. 5955 0. 5716
注: 1． a0 为 0—5岁孩子数，a1 为 6—11 岁孩子数，a2 为 12—17 岁孩子数，下表同; 2． Panel A 采用 Engel 方法

( 以家庭食品支出比为福利标准) ，Panel B采用 Ｒothbarth方法 ( 以成人商品支出额为基准) ; 3． 受数据限制我们参照迪
顿和缪尔波尔的做法［4］用家庭非食物支出作为成人商品; 4． Engel测度和 Ｒothbarth测度均以仅有两个成人没有孩子的家
庭为参照; 5． 表中所列 P值和 Ｒ2 值为家庭孩子数总体回归相关值，区分不同年龄孩子数回归的 P 值和 Ｒ2 值与其相近，
此处忽略。

首先看 A部分 Engel模型测度结果。总体来看，分别利用 CLDS 和 CFPS 数据展开的中
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测度数值上十分接近、走势上基本趋同。CLDS 数据分析显示，当家庭
拥有 1个孩子时，全样本等价尺度为 1. 7309。即相较于参照家庭，一孩家庭总支出将增加
73. 09% ( 0. 7309) 。当家庭拥有 2 个孩子时，全样本等价尺度为 2. 6631，意为以参照家庭
为基准，两孩家庭总支出将增加 166. 31% ( 1. 6631) ，其中每个孩子将使家庭总支出增加
83. 16%。CFPS数据估计则表明，以参照家庭为基准，一孩家庭总支出将增加 71. 27%，两
孩家庭总支出则增加 160. 74% ( 孩均增加 80. 37%) 。基于 CLDS和 CFPS数据对城乡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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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表明，城镇家庭育儿成本普遍高于农村家庭。以一孩家庭为例，CLDS 数据测度显示城
镇家庭总支出将较参照家庭增加 84. 71%，这高于农村家庭 67. 28%的增幅。CFPS 数据结果
则表明，相同情况下城镇家庭总支出将增加 77. 74%，同样高于农村家庭 69. 12%的增幅;

再来看考虑孩子数目和年龄的细化估值。测度表明，随着孩子年龄逐步增大，家庭总支出会
逐步增加，家庭将为年龄较大的孩子支付相对更多的成本。这一结果与我们的日常感知是一
致的。以 CFPS数据全样本为例，若家中分别增加年龄为 0—5岁、6—11 岁、12—17 岁的 1

个孩子，则家庭总支出水平将较参照家庭分别提高 66. 08%、73. 67%和 79. 41%。若分别增
加三个年龄段中相应年龄段的 2个孩子，则家庭将因每个孩子而分别增加 72. 59%、84. 05%

和 93. 07%的总支出。可见，我国二孩家庭育儿边际成本相较一孩家庭更高，并没有展现出
成本上的“规模经济”。

B 部分 Ｒothbarth测度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数值上较 Engel测度普遍更低。两种方法
分析结果总体趋于一致，但因采用家庭非食物支出而非烟、酒等确切成人商品来展开分
析，细分孩子数量和年龄的 Ｒothbarth估计并没有 Engel测度稳定。结合 Ｒothbarth 及 Engel

测度结果，我们至少可以证实以下三个基本结论: 其一，与参照家庭相比较，有孩家庭

的家庭总支出水平普遍更高。其二，家庭为孩子支付的经济成本随孩子年龄的增大和孩
子数目的增加而逐步提升。其三，二孩家庭育儿边际成本普遍高于一孩家庭。然而，利
用 CLDS和 CFPS数据分别展开的 Ｒothbarth估计却在城乡对比上展示了与 Engel 测度不完
全一致的结果，城镇家庭等价尺度与农村家庭等价尺度孰高孰低未有定论。排除数据自
身的抽样差异，这仍可能与上述 Ｒothbarth测度中采用家庭非食品支出表征成人商品消费
额可能引致偏误有关。后续我们的研究还发现，我国城乡家庭间存在着基于人口特征的
差异化支出偏好，城乡家庭对不同福利指标的敏感度不同也可能引致城乡对比分析结果

不稳定。

现有利用等价尺度方法测度孩童抚育成本的国际研究也主要基于 Engel测度和 Ｒothbarth

测度展开。文献显示，以参照家庭新添 1 个孩子为例，20 世纪末英国家庭的等价尺度水平
在 1. 39 ( Engel) 与 1. 26 ( Ｒothbarth) 之间、澳大利亚家庭等价尺度在 1. 502 ( Engel ) 与
1. 180 ( Ｒothbarth) 之间［16］。而 1981年的希腊家庭，0—5岁孩童等价尺度为 1. 299 ( Engel)

与 1. 091 ( Ｒothbarth) 之间，6—13岁孩童等价尺度为 1. 352 ( Engel) 与 1. 130 ( Ｒothbarth)

之间［17］。在同样重视孩童教育的近邻日本，基于 1993 年至 1999 年数据估算的家庭等价尺
度 Ｒothbarth测度在 1. 386—1. 475之间［18］。

这些文献测度结果均展示出 Engel 测度值高于 Ｒothbarth 测度值，以及孩童抚育成本随
着孩子年龄增加而升高的基本特征，这与本文的测度结果一致。但我们利用 2016 年 CLDS

数据获得的 1. 7309 ( Engel) 与 1. 6214 ( Ｒothbarth) 、CFPS 数据测度的 1. 7127 ( Engel) 与
1. 5654 ( Ｒothbarth) 与前述各国在 20世纪末测度的等价尺度相比，在绝对数值上是明显更
高的。然而，跨度几十年的国别数据使各测度结果间没有完全的可比性，数据的缺乏亦使我
们无法查询、测算中国更早时期的育儿等价尺度以展开对比。但近期有报告显示，20 世纪
以来孩童抚育成本在全球范围内均有显著提升，且着重表现在孩童照护服务价格上涨和孩童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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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支出攀升上①。在崇尚家文化、极其重视孩童教育的中国，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显著提升
了中国家庭消费能力，而强劲的有效购买力与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 特别是早期执行

的“独生子女”政策) 交织结合，在过去 40年间很可能共同推动了中国孩童抚育成本的快
速上涨。

如前述在理论分析和国际比较中提及的，Engel测度是一个偏高估计，而 Ｒothbarth 测度
是一个偏低估计。为便于更简单明了地展示中国等价尺度水平，我们在表 3中呈现了基于估
值偏高的 Engel测度与估值偏低的 Ｒothbarth 测度均值结果，提供了一个基于算术平均法获
得的折中参考值。依据均值测算，我国 2016 年一孩家庭等价尺度水平在 1. 6391 至 1. 6762

之间，二孩家庭等价尺度水平在 2. 3928至 2. 4999之间。即与仅有两个成人没有孩子的参照
家庭相比较，一孩家庭的家庭总支出将提高 63. 91%至 67. 62%，二孩家庭的家庭总支出将
提高 139. 28%至 149. 99% ( 孩均提高 69. 64%至 75%) ②。

表 3 2016年中国家庭育儿成本等价尺度均值参考

家中孩子数及年龄构成

CLDS 数据 CFPS 数据
全样本
( N= 8632)

城镇
( N= 4249)

农村
( N= 4383)

全样本
( N= 5085)

城镇
( N= 2221)

农村
( N= 2864)

0 1 1 1 1 1 1
1 1. 6762 1. 6941 1. 6477 1. 6391 1. 6581 1. 6077
2 2. 4999 2. 5720 2. 4137 2. 3928 2. 4563 2. 3039
a0 = 0 a1 = 0 a2 = 0 1 1 1 1 1 1
a0 = 1 a1 = 0 a2 = 0 1. 5333 1. 6593 1. 4179 1. 6134 1. 6678 1. 5506
a0 = 0 a1 = 1 a2 = 0 1. 7018 1. 6498 1. 6675 1. 6457 1. 6611 1. 6249
a0 = 0 a1 = 0 a2 = 1 1. 8801 1. 8020 2. 0111 1. 6930 1. 6218 1. 7121
a0 = 1 a1 = 1 a2 = 0 2. 3037 2. 4408 2. 0795 2. 3640 2. 4774 2. 2439
a0 = 1 a1 = 0 a2 = 1 2. 5328 2. 6782 2. 4546 2. 4323 2. 4111 2. 3682
a0 = 0 a1 = 1 a2 = 1 3. 3714 2. 6723 3. 0118 2. 4849 2. 4016 2. 4841
a0 = 2 a1 = 0 a2 = 0 2. 1068 2. 4526 1. 8441 2. 3158 2. 4871 2. 1404
a0 = 0 a1 = 2 a2 = 0 2. 5889 2. 4303 2. 4802 2. 4148 2. 4678 2. 3527
a0 = 0 a1 = 0 a2 = 2 3. 1935 2. 9670 3. 2069 2. 5570 2. 3412 2. 6275
注: 表内展示的测度数值为 Engel测度与 Ｒothbarth测度结果的算术平均值。

四、人口构成对家庭支出影响的分解
1． 方法介绍
迪顿、路兹-卡斯特罗 ( Ｒuiz-Castillo) 和托马斯 ( Thomas) 1989年曾进一步考察具有不

同人口特征的家庭成员在不同类型商品消费上的差异及其相互影响，探讨了家庭消费的可拆

分性［19］。本部分我们将借鉴他们的做法，考察人口构成对中国家庭不同类型商品消费的影
响，并关注此影响在城乡家庭间的差异。

按照 0—5岁、6—11岁、12—17岁、18—24 岁、25—44 岁、45—60 岁及 60 岁以上年

·16·

①
②
详见 http: / /www. sohu. com /a /198959141_ 751398
表 3同步给出了不同孩童数目和年龄结构家庭的中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参考均值，若需测算已育家庭再多生育 ( 或
抚育) 一个孩童的成本，则可在表 3中选取生育前和生育后两种情况对应的测度系数，进行差值计算即可得相较于
参照家庭增加的边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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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标准，我们将每个样本家庭的家庭成员分别划归到 7 个不同年龄组①，用不同年龄段人口

数来表征家庭人口构成。在重点关注的人口构成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上，我们秉承迪顿等人的

方法［19］，使用支出等价比 ( outlay equivalent ratios) 来展开相关分析。对某一普通商品

( normal commodity) i和某个 r年龄段家庭成员而言，支出等价比 πir 可定义为:

πir =
 ( piqi ) /nr

 ( piqi ) /x
·

n
x

( 10)

它描述了每增加一个 r 年龄段家庭成员时家庭对商品 i的边际需求，测度了该家庭为达

到与未新添成员时相同的总需求水平而支付的额外开销。

我们将基于人口特征可拆分性而扩展的弹性估计函数展开基础回归分析，而后核算支出

等价比数值，据此做出人口构成对家庭不同类型商品消费影响的基本判断。扩展的弹性估计

函数设置如下:

ωi =
piqi
x

= αi + βi ln
x
n( ) + ηi lnn +∑

J－1

j = 1
γij

nj

n( ) + δi·Z + ui ( 11)

其中，ωi 表示商品 i在家庭总支出中的占比，pi 为 i商品价格，qi 为家庭对 i商品的消费

量，x为家庭总支出，n为家庭总人口数，nj 是家庭中 j年龄段人数，Z为前述已列出的各项户

主、家庭及地区系列控制变量。利用 ( 11) 式回归分析结果，我们可参照如下计算支出等

价比的公式:

πir =
( ηi － βi ) + γir －∑

J

j = 1
γij( nj /n)

βi + ωi
( 12)

获得支出等价比 πir 后，依据估值正负符号我们可判断，为保持家庭总需求水平不变，

新增一个 r 年龄段家庭成员可能对家庭 i商品消费产生影响的弹性方向，即家庭为维持原有

总需求水平应增加还是减少对 i商品的消费。而不同年龄段家庭成员对同一商品 i 消费的弹

性正负差异则可显示出该家庭基于人口特征的差异化支出偏好。

2． 人口构成对家庭分项支出影响的测度结果

借鉴迪顿等人方法［19］，我们初步估计了家庭不同年龄段人口对家庭支出可能产生的影

响。因 CLDS 2016数据库 8632个有效样本较 CFPS 2016 数据库 5085 个有效样本样本量更

大，且在家庭食品、教育、医疗、旅游、交通等分项支出上缺损更少、信息更为完备，我们

利用 CLDS 2016数据分别考察了不同年龄段家庭成员对家庭食品、教育、医疗等分项支出的

影响，同时我们将食品、医疗和教育三项重要开支合并为 “主要支出”项，以考察不同年

龄段人口对家庭消费的综合影响。相关结果展示于表 4。

表 4中 A部分城镇样本分析显示，在家庭总需求不变前提下，新添年幼家庭成员会使

城镇家庭增加食品和医疗保健消费，减少教育和旅游支出。而新增年长成员时城镇家庭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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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 18岁以下未成年家庭成员，按照学龄前 ( 0—5岁) 、小学学习阶段 ( 6—11岁) 和中学学习阶段 ( 12—17岁) 划
分。成年家庭成员则按照继续教育 ( 大学 /职业学校 /硕博) 学习阶段 ( 18—24岁) 、成婚和生育阶段 ( 25—44岁) 、
中年阶段 ( 45—60岁) 及退休阶段 ( 60岁以上) 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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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人口构成对中国家庭支出的影响: 城乡差异
商品类型 0—5 6—11 12—17 18—24 25—44 45—60 60+

A部分 城镇样本
食品 5. 4888 3. 5917 －0. 9334 －2. 8452 2. 4119 0. 7899 2. 7162
医疗保健 0. 1695 －0. 6013 －0. 4914 －0. 3421 －0. 0337 0. 1103 0. 8563
教育 －0. 3068 1. 4387 2. 4484 1. 0532 0. 2582 －0. 5115 －0. 7757
旅游 －0. 4860 －0. 3637 －0. 3561 0. 0298 －0. 0937 －0. 0683 0. 0936
交通 0. 8102 0. 0688 －0. 4656 0. 1386 0. 3998 0. 5172 0. 3030
主要支出 1. 1782 4. 2532 7. 6279 1. 6899 1. 6498 －0. 8687 1. 5046
B部分 农村样本
食品 1. 9086 0. 5805 －0. 8514 －0. 5538 0. 2607 0. 2853 0. 2995
医疗保健 0. 3861 －0. 6553 －1. 4604 －1. 4461 0. 6845 1. 7660 2. 3165
教育 －1. 8904 1. 0456 2. 3959 1. 3379 0. 3775 0. 6081 0. 5117
旅游 0. 0097 0. 0131 －0. 0953 －0. 0705 －0. 0110 －0. 0460 －0. 0541
交通 0. 2442 －0. 3357 1. 2379 0. 2412 0. 8607 1. 3993 0. 5733
主要支出 －2. 1358 2. 9814 2. 9030 －0. 3156 3. 6562 7. 4383 8. 6263
注: 1． 本表分析基于 CLDS 2016数据展开，包含 4249个城镇样本家庭和 4383个农村样本家庭; 2． “主要支出”是

食品、医疗和教育三项家庭重要支出的合并项。

生更多食品、医疗保健和旅游支出，减少教育消费。若家中求学年龄段成员增加，则
城镇家庭会明显提升教育支出水平。B 部分对农村样本展开的考察结果与城镇家庭分析
十分接近。而与城镇家庭不同的是，在家庭总需求不变前提下，农村家庭新添年幼成
员会增加微量旅游支出。这或与农民工家庭向城镇地区临时迁移有关。同时，农村家
庭新增年长成员不会像城镇家庭一样对旅游支出造成增量影响。综上所述，在家庭总
需求不变情况下，不同年龄段家庭成员对家庭不同类型商品的消费确实产生了差异影

响。对家庭主要支出 ( 食品、医疗、教育支出合并项) 的进一步考察表明，城镇家庭
中幼年和青年成员对家庭支出具有更大影响力，农村家庭支出除对幼年成员较为敏感

外更多会受到中老年家庭成员的影响。我国城乡家庭的确存在基于人口特征的差异化
家庭支出偏好。

回到等价尺度 Engel测度和 Ｒothbarth 测度的城乡差异讨论上。上述分析表明，我国农
村家庭中老年成员对家庭消费支出具有较大影响力。而 Ｒothbarth 测度则是以家庭成人商品
消费额为福利基准展开分析的，因此在 Ｒothbarth 测度中，农村家庭较城镇家庭会对孩子消
费支出更敏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基于 CLDS 数据的农村家庭 Ｒothbarth 估计高于城镇
家庭估计的结果。事实上，在利用 CFPS 数据展开的 Ｒothbarth 估计中，农村家庭测度结果
并未显著低于城镇家庭，这亦不排除城乡家庭差异化支出偏好的影响。综上所述，本文对中
国等价尺度的 Ｒothbarth 估计结果可能受到了城乡家庭差异化支出偏好的影响。由此，以
Engel测度为准绳，结合 Ｒothbarth模型和 Engel模型估计，对中国等价尺度水平展开综合分
析和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五、基于等价尺度估计的我国差异化育儿津贴补助效果模拟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已实施逾 40年。在“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方针指导下，国家对女性

劳动者生育行为给予了较少关注，仅在 1994年 12月原劳动部颁布的《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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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办法》中规定，企业应以上年度月平均工资为计发标准为女职工发放一次性生育津贴①。
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逐步走低，虽有 “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和 “全面二孩”

政策陆续出台，但人口出生率依旧颓势不减。于是，社会各界呼吁持续放松我国计生政策，

实施更为积极的生育鼓励政策的呼声不绝于耳。效仿欧美发达国家为生育家庭提供育儿津贴
成为最具借鉴意义和可操作性的政策调整方向之一。本节拟基于前述中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
估值，模拟政府实施差异化育儿津贴补助可能对家庭收入产生的影响。

欧美发达国家为鼓励生育，普遍有按照收入额定比例发放的生育津贴补助。此处，我们
仍将以 2016年 CLDS数据为例，以表 3 中国家庭育儿成本等价尺度参考均值数为基准，模
拟政府对低收入家庭实施育儿津贴补助可能对家庭收入产生的影响，其中家庭抚育孩童数目

及年龄结构将成为生育津贴水平高低的重要决策依据。以家庭收入及人口构成信息是否缺失
为依据我们对 2016年 CLDS数据进行梳理，获得 13260 个有效家庭样本。进一步查询国家
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得知，2015 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1966 元，其中城镇居
民 31195元，农村居民 11422 元②。接下来，依据样本家庭孩童数目及年龄构成，以表 3
CLDS数据测度均值为基准，我们分别模拟对人均收入低于 21916 元的全样本家庭、低于
31195元的城镇家庭、低于 11422 元的农村家庭实行差异化生育津贴补助，拟以 3%、5%、
10%、15%四档支出额定百分比进行补助，估算低收入家庭因孩童抚育每年可获得的育儿补
助金额。例如，年人均收入低于 21916元的家庭若新添一个新生儿则其参照等价尺度水平为
1. 5333 ( 查表 3 CLDS数据全样本家庭“a0 = 1 a1 = 0 a2 = 0”项数值) ，即相较于参照家庭该
家庭总支出将增加 53. 33% ( 0. 5333) 。以 CLDS 2016 数据全样本中仅有两个成人没有孩子
的家庭 ( 参照家庭) 年平均支出 43714. 57 元为基数③，结合等价尺度测度支出增加比率为
53. 33%，可测算出该家庭分别按照 3%比例发放的育儿津贴为 43714. 57×53. 33%×3% = 699

元 /年，而按照 5%、10%和 15%比例发放的育儿津贴则分别为 1166 元 /年、2331 元 /年和
3497元 /年。遵循此法，不同家庭差异情况下的育儿补助金额估算汇总于表 5。

表 5 基于中国等价尺度估计给予育儿津贴补助金额 元 /年
家中孩子数及
年龄构成

全样本 城镇 农村

3% 5% 10% 15% 3% 5% 10% 15% 3% 5% 10% 15%
a0 = 1 a1 = 0 a2 = 0 699 1166 2331 3497 1138 1897 3794 5691 407 678 1357 2035
a0 = 0 a1 = 1 a2 = 0 920 1534 3068 4602 1122 1870 3740 5609 650 1084 2167 3251
a0 = 0 a1 = 0 a2 = 1 1154 1924 3847 5771 1385 2308 4615 6923 985 1641 3283 4924
a0 = 1 a1 = 1 a2 = 0 1710 2850 5699 8549 2487 4146 8292 12437 1052 1753 3505 5258
a0 = 1 a1 = 0 a2 = 1 2010 3350 6701 10051 2897 4829 9658 14487 1417 2362 4723 7085
a0 = 0 a1 = 1 a2 = 1 3110 5183 10366 15550 2887 4812 9624 14436 1960 3266 6532 9798
a0 = 2 a1 = 0 a2 = 0 1451 2419 4838 7257 2508 4180 8360 12539 822 1370 2741 4111
a0 = 0 a1 = 2 a2 = 0 2084 3473 6946 10419 2469 4116 8231 12347 1442 2403 4806 7209
a0 = 0 a1 = 0 a2 = 2 2877 4794 9589 14383 3396 5660 11320 16980 2150 3583 7166 10749
注: 1． 表中实行的育儿津贴补助金额是基于表 3等价尺度估值和 CLDS 2016数据家庭收入估算; 2． 参照家庭为仅有

两个成人没有孩子的家庭，CLDS 2016数据全样本参照家庭年平均支出为 43714. 57元，城镇参照家庭为 57548. 88元，农
村家庭为 32469. 50元。

·46·

①
②
③

生育津贴具体计算公式为“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月缴费平均工资 /30天×假期天数”。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 / /data．stats．gov．cn /easyquery．htm? cn=C01
参照家庭为仅有两个成人没有孩子的家庭，CLDS 2016数据全样本参照家庭年平均支出为 43714. 57 元，城镇参照家
庭为 57548. 88元，农村家庭为 32469. 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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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差异化育儿津贴即向城乡家庭直接注资，这不仅提高了城乡家庭收入水平，亦定向

中和了家庭育儿成本，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同时，因津贴发放在不同家庭间存在结构性差
异，很可能引发家庭间收入差距的变化。因此，在利用中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测算不同家庭
育儿补助金基础上，我们就发放差异化育儿津贴可能对家庭收入基尼系数产生的影响进行了

进一步模拟。在对受益家庭进行模拟补助后，我们分别核算了补助前与补助后全样本、城镇
样本及农村样本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相关数据展示于表 6。结果显示，相较于未给予差异
化育儿津贴的情况，按育儿支出 3%比例补助将使全样本家庭收入基尼系数降低 0. 0042，按
5%比例补助则降低 0. 0069，将补助比例提高至 10%时基尼系数缩小 0. 0136，而补助比例提
高至 15%时基尼系数降至 0. 0199。实行差异化补助后样本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全部低于补助
前，这说明该项定向差异化补助有效缓解了家庭之间因孩童抚育差异而拉大的收入差距，有

利于家庭经济、社会福利的均衡发展。

表 6 我国差异化育儿津贴补助效果模拟: 基尼系数比较

差异化津贴补助
基尼系数

居民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 1) 未给予育儿津贴 0. 5558 0. 4962 0. 5524
( 2) 给予 3%育儿津贴补助 0. 5516 0. 4928 0. 5479
( 1) － ( 2) 差值 －0. 0042 －0. 0034 －0. 0045

( 3) 给予 5%育儿津贴补助 0. 5489 0. 4905 0. 5449
( 1) － ( 3) 差值 －0. 0069 －0. 0057 －0. 0075

( 4) 给予 10%育儿津贴补助 0. 5422 0. 485 0. 5377
( 1) － ( 4) 差值 －0. 0136 －0. 0112 －0. 0147

( 5) 给予 15%育儿津贴补助 0. 5359 0. 4796 0. 5308
( 1) － ( 5) 差值 －0. 0199 －0. 0166 －0. 0216
注: 本表基尼系数是利用 2016年 CLDS的 13260样本家庭数据，以家

庭为单位、家庭人均收入为指标测算。

综合而言，基于中国育儿成

本等价尺度测度的政府差异化育

儿津贴补助模拟分析表明，在国

家财政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发放差

异化育儿津贴将有效降低家庭育

儿成本、缓解育儿经济负担，同
时亦有利于缩小家庭之间的收入

差距。但我们也发现，因城乡家
庭收入 ( 支出) 绝对水平差异较

大，以支出额定百分比展开育儿

补助时农村家庭获取的补助金额

远低于城镇家庭。建议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充分考虑城乡差异，将育儿补助向相对劣势的农村
家庭倾斜。譬如，基于相对更高的支出定额百分比给予农村家庭以育儿津贴补助。

六、结论
本文分别利用 2016年 CLDS和 CFPS 家庭入户调查数据，基于等价尺度测度的 Engel模

型和 Ｒothbarth模型，精确估计了中国家庭孩童抚育成本，以期从经济成本视角深入理解我
国当前超低生育率现象。分析表明，以仅有两个成人没有孩子的家庭为参照，2016 年我国
一孩家庭等价尺度水平在 1. 6391 至 1. 6762 之间，二孩家庭等价尺度水平在 2. 3928 至
2. 4999之间。即与仅有两个成人没有孩子的参照家庭相比，一孩家庭总支出将提高 63. 91%

至 67. 62%，二孩家庭总支出将提高 139. 28%至 149. 99% ( 孩均提高 69. 64%至 75%) 。可
见，我国二孩家庭育儿边际成本相较一孩家庭更高，并未显现抚育成本上的 “规模经济”。

分析还发现，家庭为孩子支付的经济成本随孩子年龄的增大逐步提高，城镇家庭育儿成本普

遍高于农村家庭; 基于 CLDS数据消费明细信息，我们进一步考察了不同年龄段家庭成员对
家庭分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家庭中的幼年和青年成员对家庭支出具有更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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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农村家庭支出除对幼年成员较为敏感外更多会受到中老年家庭成员的影响。我国城乡
家庭之间的确存在基于人口特征的差异化家庭支出偏好; 基于中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测度的

政府差异化育儿津贴补助模拟分析表明，在国家财政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发放差异化育儿津贴

将有效缓解育儿家庭经济负担，降低育儿经济成本，同时有利于缩小家庭之间的实际收入

差距。

等价尺度是基于等值收入的共同衡量标准来度量每个家庭及家庭成员福利的生活成本指

数，本文则是基于等价尺度测度 Engel 模型和 Ｒothbarth 模型估计中国孩童抚育成本的一次
有益尝试。然而，受入户调查数据样本量限制，我们的测度结果也可能存在一定偏误。期望

未来可进一步基于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农调队调查数据以及人口普查数据等大样本数据，应
用更为复杂算法下的优化等价尺度测度模型展开更为精准的育儿成本等价尺度测度。

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快速下滑，这很可能引发未来劳动年龄人口锐减、人口老龄化
加剧等问题，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形成威胁。本文基于等价尺

度分析方法对我国家庭孩童抚育经济成本进行的测度表明，我国家庭孩童抚育经济成本相对

较高。欲扭转我国超低生育率现状，应首先考虑采取系列措施降低家庭育儿成本。我们建

议，可考虑以中国育儿成本等价尺度为基准，依据家庭抚育孩童的数目和年龄特征为不同家

庭提供差异化抚育补助金或托幼、保育等公共服务，以减轻家庭孩童抚育直接成本。应特别

关注处于相对劣势的农村家庭，使相关政策措施向农村家庭倾斜; 同时，可考虑设立专门机

构对我国家庭育儿成本展开实时动态监控，以启发对我国二孩家庭育儿边际成本呈现 “非
规模经济”等现象的理解。此外，建议结合我国国情尽快推行 “生育友好型”政策体系。

可借鉴北欧及英美等国经验，实施旨在帮助劳动者平衡工作与家庭、鼓励女性就业和推动男
性参与儿童照料的双薪型家庭政策以有效鼓励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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